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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的四大新型特征与

四大规制措施

摘要：为了追求舆论共鸣或社会共享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生活化、网络舆论事件政治化、网络意见领袖平民化、知识精英思想大众化成为网络舆论扩散的经常性策略。这并不利于网络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对此舆论主管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规制，如培养“索引”意识，应对认同危机；构建“顺势”思维，应对理解危机；树立“求是”作风，应对歪曲危机；培育“法治”理念，应对信仰危机。

互联网作为社会的功能性结构要素，在给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带来显性变化的同时，对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隐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涵养环境、生成逻辑、存在方式、扩散路径、宣教效果等都迥异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既有表现形式与特征。南京大学陈堂发老师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网络舆论调控政策研究”，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所呈现出新型特征，提出如何更好地规制网络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
一、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所呈现出的四大新型特征
1.政治意识形态生活化。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意识（如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公平）与政治理想（如福利、安全、效率、正义）等的认知和涵化，更多地是依赖于组织渠道和扩散渠道严密的“仪式化”方式。政治意识形态更多地是被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在封闭的话语体系中设计、讨论和倡导，它自上而下地观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件不可触及的玻璃罩中的神圣艺术品。而以用户自我为中心的自媒体，近些年所呈现出的社会化和大众化使用特征，则彻底消解了传统媒体环境下的“仪式效应”，改变了社会成员接受信息和观点的通道。自媒体以私人体验特性及生活化方式开始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行，使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更为生活化，也使生活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

2.网络舆论事件政治化。当前网络舆论关注的事件类型有明显的特征，其中官员腐败和政府管理成为最主要关注对象，与民生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次之，其他事件则为少数。网络在使上述事件呈现个体冲突社会化和个人遭遇问题公共化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效果，而网络舆情则倾向于将更多不和谐的非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作政治化处理，以此凸显问题的重要性。如有些个体冲突事件、环境维权事件、刑事伤害案件、偶发性事件等，原本属于社会性权益纠纷或非人为因素所致，事件本身也有着自发与消退的逻辑，但为了追求舆论共鸣或社会共享价值，“政治化”处理成为舆论扩散的经常性策略，如将事件归因于体制问题或贴上政治意识形态标签，以此增强舆论扩散的广度和强度。

3.网络意见领袖平民化。网络空间身份平等的虚拟性，弱化了传统媒体意见领袖的权威性身份，他们的表达被网民的需求推动而非主动引导舆论，更多的是为顺应网民的喜好。为摆脱“沉默的螺旋”局面，意见领袖通常会在酝酿与把控网络舆论话题方面以“生活化”趣味重新“认识”、“描述”和“评估”正面历史人物，如对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等英雄人物进行所谓“生活化”的重新认识，以此开掘历史英雄人物、领袖人物和争议人物等的个人生活与私人道德因素，迎合网民的口味。

4.知识精英思想大众化。构成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生活化的另一途径是主导网络舆论场话语权的知识权贵与社会精英的个人见解和学术观点，通过交叉延伸的微信朋友圈，演变成大众化谈资。这主要是因为在崇拜权威作为传统文化底色的国家，知识精英的言说方式和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与民众的认同程度有着决定性影响。这就导致有些学者的创新思维以“反常规”为价值取向，对已形成定论的共识提出相反观点，片面追求“一论惊座”的表达效果。这也使得这些“有材料、有见解”的学术观点或见解，通过个人生活体验感强的自媒体通道，从少有人问津的冷僻的学术话题转译为通俗化的生活谈资。这种做法虽然契合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满足了“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需求，但也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有效引导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

二、舆论主管部门规制网络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
1.培养“索引”意识，应对认同危机。任何一种社会行动的因由都可以被索引，而由在此链环上的行动所产生的理由均可以经由上一级或再上一级环节链找到解释。网络舆论场中具体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认同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均有相对应的触发机制。“索引”这些触发机制，能有效地化解认同危机。而目前各级舆论主管部门缺乏这样的意识，将抓意识形态工作当作纯粹孤立的问题处理，仅仅在强调或重视意识形态宣传与引导工作重要性上做文章。因而，对于可以索引出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而成为“诱因”的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要注重以常态化思维来甄别和把控人为事件与利益冲突在网络场的呈现与演变，及时主动地提供有助于说服网民的有效信息。并力戒在舆论已经演化为敏感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后再简单地施以行政干预，因为只有让民众生活感受到任何公权力主体的合意行为，才能从本源上强化政治意识形态认同，而非单纯依赖于行政干预。
2.构建“顺势”思维，应对理解危机。在“存在即须透明”的新媒体舆论场里，更为重要的是顺势而为。面临网民知识文化水准与理解判断能力已经显著提高的事实，“一面之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服方式必然会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渐被大众化、通俗化使用的网络舆论场中，任何逆势而为的处理手段均只会更为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有效性。因而，对于历史热点话题和敏感问题，在不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及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应该采取积极回应措施；对已经做出的非理性认识与结论应做出重新解释与反思，汲取民间网络舆情中合理的认知因素；对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表达应及时予以澄清，在不泄露国家秘密利益的情况下客观地呈现历史事件真相。
3.树立“求是”作风，应对歪曲危机。对于故意或无根据地颠覆与弯曲那些支撑主流意识形态的定论性历史事实、人物或事件的“说辞”，让翔实的史料“事实”及时说话，是最好的手段。如在2015年6月底，新浪微博署名“小右派”发微博称：“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抗日八年只击毙日军851人”被众多实名公知、大V在朋友圈及微博争相转载。而近日，国防大学《战事》剧组通过直接援引大量第一手史料，包括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六卷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两卷本《华北治安战》、单行本《长沙作战》及日本侵略者于1936年撰写的两卷本《东北共匪之研究》和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等，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材料对这一背离历史真相和否认中共抗战伟绩的不实之辞予以澄清。因此，对于那些纯粹出于吸引眼球、博取转发量的商业利益策划炒作行为，应对相关个人、企业予以苛重的经济处罚，并责成其承担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的实体责任，对其行为要载入社会诚信不良记录。

4.培育“法治”理念，应对信仰危机。不同时代的“英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但通过“细节考证”推倒英雄形象，目前已成为某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亮点”。传递信仰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社会责任。为英雄正名不仅要靠“用事实说话”，也要借助适当的惩戒手段和公益诉讼手段，捍卫英雄名誉。因此，一方面对于部分网民和网络服务商无视中央主要媒体网站已经为英雄“正名”所提供的确凿材料，对此所产生的主观过失或故意行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在此过程中，相关社团组织、机构或公民均可通过举证方式，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而被告则可以是网络服务商、写帖者或转帖者；另外，对于因名誉损害赔偿所得而成立的专门基金，可以直接将其奖励给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另一方面，针对少数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为达到当事人不合理的诉求目的而故意歪曲案件事实、结群炒作网络舆论的，除通过法律手段外，应当强化地方律师团体组织及时介入与制止的行业自律职能，以此祛除这类消极舆论意识形态生活化趋势。
（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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